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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首战落榜后坚持考研二战考生中，个人意向超过社会就业环境成为二战考研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恰好

反映了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研究发现，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以“自我”之名，让个体脱嵌于

传统制度后又不得不为了“自我”努力再次嵌入到社会经济制度中，二战考研行为成为不同个体共同的
合理选择，由此带来的同辈压力在考研二战的天平上增加了筹码，考研二战行为完成了自身的再生产过

程，“考研热”现象愈演愈烈。因此，解决争议本身需要深化中国个体化进程，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和生

活保障，让“自我”本身不再成为独立应对系统风险的影响的途径，推动学生个体更加完善多元地发展，

个体方能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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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candidates who insisted on taking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after losing 
the first battle, personal intention surpassed the social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became a 
mo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participating in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again, 
which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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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in society in the name of “self” makes individuals 
de-embedded in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has to be embedded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again for the sake of “self”, and the behavior of seco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graduate examina-
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and reasonable choice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 resulting peer 
pressure has increased the bargaining chips on the balance of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
nation in the seco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 The behavior of the postgra-
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completed its own re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phenomenon of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 fever” has intensified. Therefore, solving the dispute itself needs to 
deepe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China,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and living security of 
college students, so that the “self” itself is no longer a way to independently respond to system 
risks. Find a real “self”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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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每到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考研统考)出分时间，考研相关话题的热度便居

高不下。庞大的报考人群背后是近三分之二的落榜考生，仅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高达 370 万，最

终录取人数大约为 110 万左右，报考与录取比例高达 3.41:1 [1]。当首次考研失利后，许多考生并没有接

受失败改弦易辙走向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继续二次参加研究生考试(即考研二战)，因此网络上关于“考研

二战”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对此，评价褒贬不一，有观点认为，不断考研也是在

逃避就业市场，不敢承担责任；也有观点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和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

考研本身可以让人能够更清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应该予以宽容和支持[2]。 
暂且搁置对考研二战现象褒贬不一、各执一词的评价，回到考生本身，已有研究关注到考生考研行

为背后隐含个体意义的回归[3]，而多次考研更需要依赖“勇”的品质结构坚持不懈才能“上岸”[4]。上

述讨论虽已关注到考生本身的行为选择与品质特征，却有将社会与考生个体割裂分析之嫌。对考研行为

的分析，亟需回归考生本人行为选择如何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与个人互构中形成。本文以考研二战行为的

选择为切入点，尝试对考研二战行为进行分析，关注其选择形成机制，关注考生个体如何在毕业季面对

种种选择时坚持考研，进而加剧了“考研热”现象，亦是希望借此加深对“考研热”现象的理解。 

2. 考研行为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个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愈发受到重视。1977 年 10 月，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次年，中国共产党举行

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当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 6.3 万人，

经过考试，录取 1 万人[5]。可以说，中国的研究生招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共同发展。因此，对考

研行为的分析，恰好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变迁的发展。既有的考研相关分析依照两条主线，一条主线

从宏观的经济形势与社会整体过度教育趋势解释“考研热”现象，另一条主线则是通过考研行为及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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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影响因素切入探讨。 
(一) 考研现象及考研行为影响因素 
纵览既有关于“考研”“研究生考试”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早有学者关注了考研现象，并对“考

研热”现象进行了分析并给出对策[6] [7]，通过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法揭示了大学生考研背后的形成机

制，指出“考研热”是大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偏好进行的选择[8] [9]，也有研究指

出考研行为是不同选择博弈的结果[10]。 
在考研现象引发关注后，开始有学者从现象回归到具体的考生，探讨考研行为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

[11]。研究发现，考研动机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学校不同层次，其中个人因素在考研原因中起主导作

用[12]，考生个人的需要和需求层次对考生的考研决策产生影响[13] [14]。更有研究深入至考研学生的心

理层面，探讨成就动机影响考研行为与考生的心理调适[15] [16]。 
近来也有学者关注到考研的类型学划分，并尝试构建了“理性选择–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其研

究打开了关于考生个体的“自我”大门[3]，另有学者特别关注到往届生的考研行为具有“勇”的结构品

质与变化的策略[4]。 
(二) 分析视角：中国个体化进程的“自我”与约束 
个体化理论的思想起源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个体主义”讨论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现代性”议题密

不可分[17]。在古典社会家的讨论中，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对人的关系转向了个人与制度的关系

[18]，“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苏醒，个体化进程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及当代，现

代社会中个体重要性毋庸置疑，个体自主性和权力日益彰显。“个体化”指既指个体的独立性的增长，

更是“消费性自我”的身份构建，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5] [19]。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一种第二

现代性下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20] [21]，一方面强调

个人去创造和管理自身和周围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个人需要不断适应各种宏观系统的情况以及独自面

对宏观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22]。阎云翔则通过深入中国农村调研，发现在集体经济解体后，中国个体化

的进程不断发展，并对贝克和鲍曼个体化理论进行总结指出，欧洲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具有四个基本

特征：去传统化、制度性的脱嵌与再入嵌、从众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以及社会风险的个体化[23] [24]。
个体化理论的研究既关注到了旨趣下个体化特征的差异，也关注到个体化进程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学

者们也尝试将其运用于城市家庭进程[25]、外卖骑手[26]、空巢青年[27]的分析中，扩展了关于个体化理

论研究的视域，也反映了个体化理论对社会现象所具有的分析力。 
通过梳理以上两类文献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首先，既有研究多是将首次参与考研的应届生与往

届生合并讨论，仅有两篇文献关注到往届生较之应届生具有更大的“自我驱动力”差异，但并未对此现

象进行深入的理论论述[4] [28]；其次，既有研究对考研现象的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和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为主，在涉及考研二战现象时尚有未尽言明之处。本文延续上述关于考研现象的讨论，采用实证研究的

思路，试图探讨考研二战考生的群体特征和考研行为的特征，并通过个体化的视角解读该群体考研行为

的形成原因与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考研二战行为。 
具体方法而言，本文通过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与网络民族志等研究方法获得考研二战考生的资料。

本文共计访谈对象 14 名，涉及广东、北京、湖北、浙江等 12 个省份，来自工商管理、建筑学、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环境科学与工程、社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法学、临床医学九个

一级学科。其中，受访者本科院校层次包括 10 个普通院校、4 个 211 及 985 高校；目前就读院校层次有

7 个普通本科院校、2 个 211 院校和 2 个 985 院校，3 个尚未录取；有 5 位研究对象属于跨学科考试，9
位是本专业学生。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部分基于朋友介绍，部分来自研究生社交

群上邀请。在访谈之外，笔者自 2020 年起每年均有加入当年考生自行组织的微信二战群，在群内观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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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考生有关考研期间话题的交流，获得较为丰富的网络田野资料。 

3. 制度与社会压力下日渐彰显的个体 

(一) 就业系统与教育信号的双重压力 
通过 Nvivo 11 Plus 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同义词词频统计，删除无意义文本项后，形成词云图如图 1，

词频分析部分结果如表 1。通过文本分析内容可知，就业情况、本科情况、比较、学历差别需要等都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中的高频内容。对于二战考生而言，提升学历和就业情况始终是其重要的追求，由此可

见当本科文凭的获取成本降低后，更高文凭成为显示高能力的信号，非人力资本积累目标的追求引起高

等教育需求层次的上移，同时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难困境[29]，进而推动了考生选择坚持考研，“感觉考

研已经愈发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社会的竞争力在增强，对于学历及个人能力的要求也在提高，国家在快

速发展，各个方面都在由制造向创造改变，因此需要更多专精知识的人才，本科的知识过于分散，无法

满足国家许多方面转型的要求，因此也会愈发失去竞争力。”(受访者 A7)。 
 

 
Figure 1. Nvivo content analysis word cloud 
图 1. Nvivo 内容分析词云图 

 
Table 1. Results of Nvivo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partial) 
表 1. Nvivo 词频分析结果(部分) 

单词 长度 计数 加权百分比(%) 相似词 
就业 2 117 1.00 就业 
本科 2 102 0.87 本科 
情况 2 81 0.67 代表，环境，例子，情况，形势 
比较 2 76 0.65 比较 
选择 2 72 0.62 选择 
学历 2 68 0.58 学历 
需要 2 54 0.46 必须，必要，不足，需求，需要，要求 

 
(二) 制度要素下日益彰显的个体 
已有文献分析强调了考研行为选择包含四个主要因素，即个人因素、就业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

素，其中，大学生想考研是受自己内心支配，迫切想提高自身身价是主要的考研原因呢，社会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和家庭支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3]。本文通过建立简单的模型图分析同样发现了上述四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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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值得指出的是，在个人因素中，个人追求和个人提升是受访者选择考研二战的主要因素，考生们

出于对深造的明确追求坚持继续考研，个人的主体意识在考研二战行为中尤其明显，个人自己的梦想与

感受成为考生的核心动力，“我是二战了，考不上我觉得我真的会遗憾一辈子，所以如果今年还没上我

大概明年还会再考。”[30]。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增加，大学生们更

加注重自我完善，对自我发展进行更多思考，客观上推进了大学生价值取向个体化的发展趋向[31]。 
这种追求和目标并不是盲目的，考生们也同时会理性地权衡专业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前景，以谋求自

己坚持考研的效益最大化。在关于社会因素的讨论中，就业率并非考生主要的考虑条件，考生们不再满

足于仅仅获得一份工作，而是更多关注个人兴趣和工作的具体环境。正如韦伯在行动过程中的物质–精

神利益的双驱动模型所提出，人的行动由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共同驱动，作为新生代的考生不再满

足于物质利益，理念利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价值观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二者共同作用驱

动考生采取考研二战行为[32]。考生通过将自我追求与就业权衡结合在一起，依靠来自家中父母的支持的

保障，才能锲而不舍追求个体的生涯历险。在学校因素上，二战考生也会更多关注到来自同伴的同辈压

力，“因为不甘心，不甘心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和本来同行的小伙伴们一个向上一个向下。”[33]在社会就

业因素和家庭支持下，个体对自我追求和情绪情感成为了考研二战行为的重要动因，而同辈群体的压力

也促进了个人更加坚定地选择二战：“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想要去更多的平台，想要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同时身边同学朋友也都会选择继续读书。”(受访者 A7)。 

4. “自我”之名与制度风险下的行为 

既有研究指出考研动机多为学术兴趣、逃避就业压力、父母支持等[12]，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观察同

样发现了上述动机，但与首次考研群体不同的是，二战群体即使在对考研的目标院校和专业均有所动摇

的情况下，仍旧会选择继续考研，许多人将其称之为一种“执念”，这与首战考研群体的心理取向有较

大不同。在这种心理机制的影响下，笔者所在的调剂群中，许多考生几乎是毫不犹豫就在考研调剂结束

之前便创建或加入各种考研二战群组中。在当前愈演愈烈的考研趋势下，一方面高校不断扩招的情况带

来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过度教育的问题[34]，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价值，

这些问题需要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20]。本文以个体化视角切入，关

注深陷中国个体化社会的进程与社会风险的考生们，如何以“自我”之名嵌入这个进程并在这个进程的

影响下凭借个体的努力应对制度系统的风险，共同选择考研二战行为，进而推动考研热现象愈演愈烈。 
(一) 个体的觉醒与传统制度的依赖 
“去传统化”语出吉登斯，指的是“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的

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畴，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25]在考研二战的影响因素中，

值得关注的是个体因素成为了主要的影响因素，个人追求、个人提升和个人性格成为影响个人坚持考研

的影响因素，同时在家庭因素的内容分析中，家庭对受访者职业生涯更加包容，受访者提及父母期望时

表示“他们对我以后工作的期望，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就只希望我自己就是开心就好”(受访者 A2)，
“没有，随便我”(受访者 A4)，“没啥期望了，好好活着就行”(受访者 A3)，可见家庭在个人的生活规

划中已经不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升学意愿更多取决于自己的学术追求或者职业成就追求。但个

人在去传统化的同时，也在利用着传统家庭关系的支持，许多考生二战考试依旧会依赖家里的经济支持，

家庭支持成为考生坚持继续考试的重要保障，“条件还过得去，所以父母那边是全力支持我考研的”(受
访者 A5)。 

传统的另一个面向强调文化传统。Swidler 在讨论行动中的文化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工具箱，存储

各种资源、策略。……当某些文化资源在特定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且更有意义时，它们就会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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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制定的行动策略的支柱”[35]。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多元化[36]，在考研二战行动的分析

有同样发现：一方面，千禧一代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是受多元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代，他们有着更加多元化

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他们“自主性”越来越突出，因此许多考生会采用多样化的策略行为，大胆选择

跨专业考研，对工作的期望也更强调就业环境：“我周边人，他们找的工作的状况，然后我都觉得那不

是我希望的理想的一个工作的条件。”(受访者 A1)，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其“去传统化”的特征，当他们

觉得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的时候，就会希望做出改变：“每天下班后就躺着看着天花板觉得好

迷茫，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资也不高(大概三四千)，觉得应该做个改变。”(受访者 A5)。 
另一方面，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试一直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

重要渠道，考试文化并未伴随考试制度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其主线明晰不衰 。“考试文化”的传统在此

处发挥了“工具箱”的作用，学生们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习得了“考试”的策略，并在不断地升学考试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习性，培养了认同。这种考试文化认知形塑了“行动策略”，考试和升学作为一种文化

剧目已经更多地影响了这群人的前半生，他们会更倾向于继续考试，“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你会发现，东亚怪物房，中国现在可以算是卷中之王……每个人都期望改变，那么这个途径之一就是考

研。”(受访者 A3)。考研成为他们突围的途径。正是在青年人不断去“传统化”的大胆突破已有约束，

不断尝试找到自己满意的专业和工作的过程中，个体化的进程得以呈现更加多元化的面向，但与此同时

这群初战失意的考研二战考生们同时依赖着传统的家庭支持和对应试文化的依赖，将坚持考研作为自己

的行动策略，个体化又延续了既有的文化脉络，体现出了某种一以贯之的行动特征。 
(二) 流动的就业与制度信号的再嵌 
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充斥着不确定性，现代社会具有后现代性的特征，不确定性则代表了后现代

性，不确定性就是流动性，没有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37]。身处不确定性下的社会，人们难以

依赖各种变迁速度较慢的制度作为自己生活的依据，由此产生现代社会制度性的脱嵌，人们难以被整合

到各种社会整体之中。在关于就业因素方面的内容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受访者选择考研的原因主要不在

于就业难，更多在于追求更好的就业环境。毕业生们不再坚守固有的岗位，而是去追求更好的就业环境

和更多的就业选择以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我的选择会更多面一些，然后因为

大的一些企业，他们会有更多的包容性，他们不再纠结你的这个专业是否十分的适配，这个行业，然后

他们会着重培养你，然后看你全面的发展这个样子。”(受访者 A1)，“原因是，我对考公考研考编的顺

序安排是这样的。考研先于考公，如果要考公不如考研，考研的选择会多一点”(受访者 A6)。对于二战

考生而言，他们由于考试失利因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重新投入紧张的备考之中，失利的阴影和二战必须

上岸的信念使他们几乎隔绝一切社交生活。他们不仅脱嵌与劳动力市场，也脱嵌于自身社会关系，时间

和注意力被考试挤占，个人为了考试“悬浮”于社会。但与此同时，制度安排通过更加宏观的政策调控

对考研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 2017 年由于将非全日制纳入统考，报考人数增长至 201 万人；2020 年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教育部扩招 18.9 万名硕士研究生，受到扩招政策信号的影响，当年报考人数高达 377
万人，增幅为 11%。由此可见，宏观政策的变化信号仍旧对个人行为选择存在影响，制度通过客观上提

供资源和机会和释放相关的信号引导着整体社会考研的氛围，“经济形势不太好，所以考研的人肯定会

越来越多，不过我们专业也正好扩招了，所以就坚持考了。”(受访者 A13)。 
在教育制度之外，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根据多重教育信号进行人才筛选的行为愈发严重。有学者研

究了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根据多重教育信号进行人才筛选的现象，指出教育信号具有一定“时效性”，

会随着特定信号不再具有区分度而失效[38]。周雪光指出，一种特征成为信号必须具备区分度以及这种信

号区分为高能力者所认可两个条件[39]。在高等教育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就业单位为了更好区分不同层次

的人才，开始采用更高的硕士学历乃至博士学历作为信号，由此带来过度教育的问题[15]。二战考生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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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错过了校园招聘的时机，此时进入招聘市场缺少优势，甚至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临着激

烈的学历竞争市场，尤其在一线城市，“本专业同学因为本专业就业难，加之北京本科生很难找到工作，

所以基本全都考研了”(受访者 A2)，因此不得不再次投入研究生考试之中，以求上岸。 
(三) “自我”的追求与从众考研的选择 
社会个体化进程推动个人更加倡导选择、自由和个性，但于此同时个人却并不必然会变得与众不同。

“相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的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构建独特的自我，男男女女必须根据某

些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23]在访谈中，受

访者不断强调考研是为了“自己”，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和生活，“做自己想要的，在工作中获得

属于自己的成就感”(受访者 A3)，“读完研出来至少能找一份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工作，有时间去做自己

想做的事，学想学的东西。”(受访者 A5)。在对“自我”的强调中，个体的主体性被突显出来，坚持考

研的行为成为当代个体为了追求更好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个体企图以考研实现自己更加不同的生活，正

如受访者 YW 提到“工作就是稳定下来吗，但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做，就是一眼望到头的这种工作，所以

我就想着再考一下，然后突破一下自己，或许会有别的选择呢。”(受访者 11)。当个体期望通过考研这

种行为突破自己争取别的选择，追求自己的活法，却不得不面对考研人数日益增加，增长比例远超过扩

招比例的困境，“考的考研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好像录取的人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录取的人好像没怎

么变多吧。”(受访者 11)，“目前(研究生)价值大，也肯定会贬值，因为每年都在扩招。”(受访者 A12)。 
在这种强调自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往届生同时受到行动微观情境的影响，尤其是同辈群体

的影响。同辈群体是由具有相似的年龄、身份或兴趣个人组成的群体，因而同辈群体的成员容易产生较

高的心理认同感和价值认同[40]。同时，由于相似的年龄、身份和兴趣，因此同辈群体之间容易产生相互

比较的行为，从而形成同辈压力，尤其是在同学和朋友之间，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同辈压力可以对个人

的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41]。通过对考研二战考生的访谈可知，受访者身边均存在不少考研同学，与此同

时，二战考生常常通过加入考研二战的社群，以形成行为的认同感和社会支持，但也会导致考生在决定

是否继续考研时常常受到其他考生及已通过研究生考试同学的影响，产生不甘人后的情绪，再次投身考

研备考的队伍之中。受访者 A11 提及，因为家里人同辈基本都读研读博或者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给她带

来了压力，所以她决定坚持考研，考到自己不想考为止，而受访者 A7 和 A12 均提到，考研“备考方式

是在学校附近租房和同学一起备考。”(受访者 A7)，“我考研的时候没有报培训机构，我是自己跟几个

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小的公寓，三个人在一起住，然后每天就点外卖，自己看书，自己学习。”(受访者

A12)。 
由此可见，考生希望通过考研扩宽专业、就业的选择面，强调决策过程中的“自我”，又因为同辈

群体的表现受到同辈压力的影响，从而在考研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二战考研行

动成为了考生群体的共同选择，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活法的考研二战行动最终得到的反倒是“考研热”

的现象。 
(四) 个体的努力与制度系统的风险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人逐渐从传统的不流动的土地中脱离出来，加之市场体制对“个人”的

强调和国家“个人身份证”的发行，个人成为自己的独立的主体，正如贝克所言：“在个体化社会中，

个体必须清楚自己是行动的中心，是自身生命历程、劳动技能、价值取向、伴侣关系的规划室，否则他

将永远处于不利。”[20]在访谈中，受访者会强调为自己负责的人生态度，突出只有努力才能成功上岸，

将考研作为“一种对抗焦虑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途径。”(受访者 A8)。这种焦虑并非一种独特的个人感受，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爆发以来，国内经济几经冲击，各行各业均受到了严重打击，由此带来了极大的就

业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导致许多国外高校为削减开支大规模调整院系，不少院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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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停招学生甚至被合并，因此出国留学通道受阻，大批预备留学的同学不得不转向国内升学考试，“用

考研缓解就业压力，社会上的就业岗位还是缺。”(受访者 A4)。面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突发疫情带来的

社会停摆，许多人即使出去就业也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个体不得不回到考研的选择上，再奋斗一

年努力考上研究生，以此躲避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和获取更加稳定学历价值，“我觉得贬值是社会的现象，

跟个人没有关系，即使贬值了也要读，那没有办法，难道因为钱不值钱了就不要钱吗？那是不可能的。”

(受访者 A2)。许多人不得不继续努力考研甚至考博继续进修，以保证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机

会和选择。 
面对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系统和制度层面没有或者无法

为人们提供一种保障时，个体就需要依赖自己的努力奋斗应对种种风险和问题。因此，考生们会倾向于

选择考研二战来增加自己的选择和竞争力，即使面对着学历贬值的可能依旧坚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与

近年来考公热和考编热相互呼应。 

5. 结论与讨论 

在愈演愈烈的“考研热”现象背后，是庞大的报考人数和较低的录取率，落榜的考生们选择继续二

战甚至二战的行为也让考研越来越“卷”。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考研二战既是制度与社会压力双重压力

下的风险规避，也是制度要素下日益彰显的个体追求，个人的理念追求、就业期望和执念情感成为二战

考生的重要驱动力。在去传统化的现代社会下，父母对子女的未来规划更加包容，在考生一战失意后，

家庭支持是他们坚持二战的重要支撑和保障。高校扩招政策和同辈群体的考研压力也迫使考生再次投入

考试之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情境给予了往届生继续二战考研的激励。  
借助个体化理论的视角，可以发现考研二战行为既是去传统化背景下个人脱离了血缘群体和地缘群

体后一种个人自主的选择，也是个人对传统教育向上流通机制和主干家庭群体资源的利用，多元文化冲

击下带来了青年丰富多元的文化选择，同时由于对应试文化的习得和内化，坚持考研成为往届生的一种

更加依赖的行动策略，个体化的去传统化的过程中又延续了既有的文化脉络，文化传统被作为策略再利

用，因此往届生们选择坚持考研。 
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制度性的脱嵌成为获得自由的条件，往届生们正是在制度

性的脱嵌上得以“个体”的身份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和选择上表现出更多自由，追求更好的就业环境和就

业体验，但当他们在试图彰显自己的“个体”身份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受到宏观政策信号机制和劳动力市

场信号筛选机制的影响，再入嵌到制度之中。这个入嵌的过程使得原本追求自己活法的考研行为变成一

种共同的行为选择，由此带来的同辈压力使个人不仅更可能选择考研，也更倾向于坚持二战直到成功上

岸。考研成了追求自我的一种渠道，但却引发了考研从众的现象。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

带来了巨大的系统风险，个人在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只能通过坚持考研提升教育水平以面对这种在庞

大组织影响下产生的系统风险。在上述多种因素作用下，以个体化的名义让往届生追求“自我”，屡败

屡战的二战考研行为成为一种“合理”选择，考研行动完成了自身的再生产过程，“考研热”的情况日

益加剧。 
由于现代性承诺下的流动以及伴随而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结构的转型会要求更高能力和专家

型人才，这种偏好会促使人们去提高必要的社会地位来应对多样性和流动性[20]，这种偏好带来的结果就

是考研人数的不断增加，考研越来越卷。 
总而言之，面对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考研热现象，暂且争议，回到考生本身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一面。

借由个体化理论视角，本文发现正是中国个体化高歌前进的进程推动大学生“自我”意识觉醒，成为考

生自身的考研“执念”。在“自我之名”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仍旧是“未竟的事业”，个体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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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传统家庭的支撑和保障，也难以逃脱劳动力市场和高校扩招政策信号的影响，个人在日益增长的

不确定性中更倾向于通过坚持考研提升教育水平以面对系统风险，应试文化使得坚持考研成为考生偏好

的行动策略。因此，解决争议本身或许更需要的是深化中国个体化进程，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和生活保障，

让“自我”本身不再成为独立应对系统风险的影响的途径，为文凭社会和教育本身去魅，推动学生个体

更加完善多元地发展，或许考研热现象才能有所缓解，个体方能在其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而非徒有

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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